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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吴理财、张良（2010）从农民精神信仰的缺少分

析了当前农村基督教文化的盛行原因，及对国家基
层政权权威的冲击，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了相应
的政策建议。 丁忠甫（2007）基于皖中某村的调查，
以新农村建设为基本背景，从基督教对当前农民的
基本功能分为“遗传型”基督徒、“灵验型”基督徒和
“传递型”基督徒。 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满足农民
精神需求，扩展公共活动空间，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满足贫弱阶层基本的物质
需求，在农民的生活起居、医疗安全健康方面给予保
障，这样当风险来临，当社会变化时，农民才不会惶
恐不安，也才能有坚持不变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逐
渐取代基督教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 刘智华（2006）
从社会历史、市场经济的随机性和基层组织的组织
性三个方面总结了农村基督教盛行的原因，指出从
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和
做好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对策思路，农村生产方
式落后，农民抵御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有着
宗教产生的自然基础 [1]。 刘宇征（2010）认为农村宗
教是农民表达对现实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
重要载体，应采取辩证态度看待农村宗教的盛行，加
强宗教管理。 由于人均占有资源不平衡，再加上个
人能力有高低，机遇也有所不同，近年来，农村出现

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 [2]。 本文重点分析基督
教中信徒们经常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
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源扩展的纽带，以特有的方式活
动着。 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一场突如其
来的任何风险都足以使其掉入生存线以下。 农民参
与基督教的行为，不同于城市的宗教信仰，从其行为
的本质而言，农民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互惠行
为，以抵御社会风险为首要目的。

二、农村基督教的盛行
基督教①作为西方的外来宗教，自唐朝时传入中

国，曾多次遭到驱遣。 自传入我国（初唐时的“大秦
景教”）以来，至今在我国已有 1500 年多年的历史。
历史上，基督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
蚕食、文化奴役和思想牵制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受
到各国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团结各方
面积极力量包括宗教界爱国人士同心同德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我们
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重新确立了符合我国
国情的宗教政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将其写入宪
法，恢复了宗教在我国的合法地位，尊重人们对信仰
的选择，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已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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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义的基督教分为三种，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
一般说的是基督教新教，中国的基督教会可以分为三自基督
教会和家庭教会，“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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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初的 300 万猛增至现在的 1 亿左右， 其中
80%的在农村。 近年来，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盛行，反
映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和公共活动的缺失，
同时，通过基督教信仰的媒介作用，信教农民可以得
到小群体的帮助，正是在互助中抵御一定的生活和
生存风险。

本文是利用 2010年暑假期间，在本人的家乡河
南省南阳市 H 村进行的调查，为了深入了解信仰基
督教民众的特点和基督教文化盛行的根源，采用调
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形式进行的。 共发放问卷 130
份，收回 126份，有效问卷 122份，有效率 93.3%。从
被调查者的年龄看，最小的年龄是 21 岁，最大的 76
岁，平均年龄 56.8岁。 各年龄段的分布为：20-30的
5 人，占 4.0%，30-40 岁的 11 人，占 9.1%，40-50 的
32 人， 占 26.2%，50-60 的 40 人， 占 32.8%，60-70
的 28人，占 22.9%，70岁以上的 6 人占 4.9%。 从文
化程度看，最低的文化程度是文盲，最高的文化程度
是高中毕业，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4.8年。其中小学及
小学以下的的 86 人，占 70.5%，初中文化程度的的
27人，占 22.1%，高中文化程度的 3 人，占 2.4%。 从
健康状况看，曾经得过大病的 21 人，占 17.2%，经常
有病的 25 人， 占 20.5%， 身体不太好的 38 人，占
31.1%， 感觉身体还不错， 不经常生病的 28 人，占
23.1%。 从以上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出，参加基督教的
信徒年龄比较大，这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大量青
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有密切的联系。 史清华（2009）在
大量的调查中的数据证明：在 2002 年时，样本的平
均年龄为 39.92岁，到 2003年则增大到 42.67岁，到
2004 年则进一步升高至 46.38 岁，上升速度相当惊
人，年平均增速达 7.78%。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
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户家庭留守人员的老化
现象明显[3]。 更让我们值得警醒的是农村留守老人
增多，缺少家庭间子女的照顾，国家应对农村老龄化
问题时不仅仅是物质帮助，更应该加强组织文化建
设，老年服务工作更为紧迫，利用农村村社已有的社
会资源，提供农村老人服务的可及性，是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内容。 文化程度比较底，平均受教育年龄只
有 4.8 年，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从总体情况看，身体
不太好和曾经得过病和经常得病的比例占到了
68.8%， 农村合作医疗虽然部分缓解了农民生大病
“看不起病”的问题，但日常的医疗服务远远不能满
足村民的需要。 并且，基督教小故事里经常宣讲的
可以治愈疾病的事例就吸引着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

参与到基督教中，希望通过信教治愈自己的疾病。
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统计见下表（多选，有效

比例之和大于 100%）。

从以上参加基督教的原因的调查中可以看出，
因为生活上的互助和强身治病的比例占到总数的
85.4%， 侧面表明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强烈的社会
保障需求。

三、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的增加和农村社会保
障制度的局限

1.社会风险的增加
随着人类现代化的不断发展， 现代化的技术给

人类带来了丰裕的物质财富， 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生
活质量，也给人类带来了不断膨胀的风险，风险社会
下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的
卷入其中。 当然，农村居民也概莫能外。 风险社会的
特点有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隐蔽性、风
险的快速传递性、 风险可能的平等性和风险后果的
不平等性。 在应对风险的后果时，财富的多寡，应对
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 越是贫穷的人群[4]，其生存环
境越恶劣，风险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多，造成损失的相
对程度也越大。 农村居民在财富的占有和抵御风险
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弱势地位。 例如，在我国工业
化的发展过程中， 城市的污染物大量转移到农村地
区，造成了土地、饮用水、空气的严重污染，影响了农
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由于污染的普遍性，受害居民很
难有效组织起来获得赔偿， 这或许可以从农民获得
救济的途径有限或者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得到解释[5]，
但是，身处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是最大的一个受害
群体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到国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 为了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1956 年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通过了《高级农业合作
社示范章程》， 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做了规
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
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的社员，在生
产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障他们的吃、

参与宗教活动动机 人数 有效比例
看到周围信教的人很友善，农闲时自己在家没事情干 18 14.7%

参加成员可以得到生产和生活上的帮助 36 29.5%
突遇困难时，可以及时得到救济 27 22.1%
信仰基督教可以强身治病 41 33.6%

参加基督教，使自己感到精神很充实 23 18.8%
文化生活贫乏，找人说说话 34 27.9%

其他 16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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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和柴火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
安葬”，“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社员在劳动中的
安全，不使孕妇、老年和少年负担过重和过多的体力
劳动”，“对于遭受不幸事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社
员，合作社要酌量给以补助”①。 在合作化时期，农村
居民的生活可以得到集体的基本有效保障，在调查
过程中，通过对经历过合作化时期老人的访谈，也证
明了合作化时期农民的生活困难，老弱群体都可以
得到集体的帮助。 并且，除了集体劳动外，集体活动
非常丰富，天天唱着“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
手”、“东方红”等歌曲，当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没有现
在丰富多样，但精神生活是快乐的、充实的。 向往着
毛主席描述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到来。 十一届
三中全会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重要
会议，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农村全面推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土地以人为基数进行了
均分，集体的农具等各项公共财产都进行了“瓜分”，
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激励，农村经济和大部分
农民的物质生活在短短几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
长。集体的瓦解，使农民的社会保障又回到了农业封
建社会时期的以家庭保障为主的阶段，疾病、老年、
意外事故等风险主要靠家庭成员的分担。

然而，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保障已
不同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保障。 （1）家庭成员的
流动性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集中生产与消费为一
体，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家庭成员必须互相依赖，
才可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封建社会下，严格的户籍管
理约束人员的流动。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推动下，社会
人员的流动是必然的社会现象， 特别是大量的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严重削弱了过去的稳定的家
庭结构， 从而造成了家庭成员间相互照顾的体系难
以维持。 （2）道德约束力的下降。 传统的伦理道德是
维系家庭保障的重要的文化因素， 在中国的儒家文
化中“孝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血缘地缘范围
之内，“熟人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着村民的行为，任
何违反惯常的行为都会受到宗族、 邻里的舆论谴责
而得到约束。孝敬父母为最大的美德，任何村民都不
敢贸然违反这样的道德规范而被孤立。 随着社会经
济环境的变化，现在的农村社会已经进入“半熟人社
会”，与外界信息交流的频繁，也逐步改变了村民的
价值体系，市场经济的“唯利益至上”改变了传统道
德规范的权威地位。 许多农村地区的“抛弃老人”现
象的频发引起了我国对重建中华传统道德的现实困

境的思量。 （3）子女数量的减少。 家庭规模和家庭收
入是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前提。 第五次的人口普查显
示我国农村平均家庭规模是 3.65 人， 而在 1980 年
农村人均家庭规模为 5.54人，1985—2000 年农村家
庭负担老人系数由 7.79%上升为 10.95%[6]。因为子女
的数量比较多，每个子女成年以后的发展能力不同，
家庭差异性比较大，在诸多子女中，总有可能有 1、2
个孝顺或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为家庭成员间的互助
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基础。 能真正为父母提供可靠养
老的子女数量也相对减少，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无人
抚养的老年人。 因此，人口数量的减少，为国家整体
经济的长远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国家理应为少
孩子或没孩子抚养的老人提供全部或部分的养老资
源。 （4）农村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子女本身的收入
有限。城乡教育资源的的差异分布，决定了农村孩子
从小就不能和城市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环境和资
源，成年以后，无论是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还是远走他乡，在城市谋生。农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决定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
按照人们对产出的贡献支付报酬， 根据市场分配法
则， 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是根据各
要素的稀缺程度来进行的，稀缺要素的边际产出大，
其所有者就会取得较高的收入水平， 而充裕要素的
边际产出小，其所有者得到的收入水平就较低，对于
同一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 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要根据要素的质量来进行，因此，对于劳动
力这种要素而言， 劳动者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就成为
影响人们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 农村无一定技能的
劳动力是充裕的， 决定了他们得到的收入水平是最
低层次的。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
2009 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 1417 元，比
上年增长 5.7%。 其中，800 至 1200 元的占 31.5%，
1200至 1600元的占 33.9%。在这样的收入水平的限
制下，他们还要为自己未来的养老做积蓄，就没有更
多的剩余财富来供养老人②。

2.农村国家制度性社会保障供给的不足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 2020 年建立覆盖城乡的

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发展目标，2007 年在全国建立
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取
得的突破性进展。 截至 2008 年底， 已有 1982.2 万

①史敬堂等.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下册）。
②我国有近 2.3 亿名农民工月平均收入 1417 元， 新华网，
2010-03-23。

45· ·



2011 年第 4 期 第 32 卷 Northwest population

Vol.32 No．4（140）2011

户、4305.5万人得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
期增加 739.2 万人，增长了 20.7%。 然而，从各省情
况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供给能力差异较大，供需缺
口很大[7]。 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在全
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
决全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在低保对象的甄选过
程中，低保对象的确定转化为村组干部治理的手段，
确定自己治理权威的工具，出现了获得低保人群中
的“关系户”，“福利户”的现象[8]。 获得救助的村民把
国家的救助看成是村干部的施舍和照顾，使国家有
限的救助资源转化或流失，农村社会安全网的构建
难以奏效。 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8 年已经
提前实现了全覆盖，但农村合作医疗实行的保大病
的原则。 2009年开始在全国 10%的县实行的全国新
型养老保险制度，是普惠型的国家制度安排，给农村
老年人的社会养老保障带来了希望。 然而，邓大松、
薛惠元根据新型养老保险的基本方案，通过建立养
老保险精算模型，测算的老人的新农保的替代率是
13.86%。 也就是说，即使按照现行的新型农村养老
保险实现了全覆盖，“老人”也无法依靠新农保维持
基本的生活水平。

四、基督教教义与社会保障理念的契合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德国 1883 年颁布

的《疾病保险法》，1884 年颁布的《工伤事故保险法》
和 1889 年颁布的《老年和残障保险法》等一系列社
会保险法规为标志， 到现在只有 120 多年的历史。
然而，社会保障思想源远流长，西方基督教的救苦救
难的宗教思想，耶和华为了救渎世人的苦难，把自己
的身体定在了十字架上，世人皆兄弟姐妹，互相关
爱，互相团结，这些基督教的教义与社会保障的救济
贫困，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水平，以社会公平为
基本准则等思想的契合，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在国
家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水平有限，未能有效的抵御
农民所面临的生活和生存风险时，基督教不断本土
化，迎合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从而得以在农村地
区盛行。 教徒遇有重大疾病，报告教会，教会负责人
就会到家探访，根据家境情况给以资助，如果遇到农
忙季节，还经常会有爱心教徒无偿提供帮助，在乡村
的熟人社会中，通过口口相传，信仰基督教的好处就
会得到广泛传播，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家庭贫困
户经济可以得到教徒的各种物质帮助，基督教经常
以小故事的形式宣传爱心行动， 为贫困户送米、送

面、送菜，冬天的时候送面被等等，使这些处于生存
线挣扎的人感受到温暖，并且是以信教而得到的帮
助，会更坚定相信基督教的好处。

五、结论与启示
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都需要一整套信仰体系作

为支撑。 农村的基督教的传播途径和根源不同于城
市地区，宗教对价值信仰的支配作用在农村基督教
徒中的地位不是很明显（见本文表格）。 基督教在农
村的传播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功利、实用心理。 基督
教中，有许多关于耶稣神迹的传奇故事，如他治愈患
病者，给饥饿的人食物，使残疾人康复，救活濒临死
亡的孩子等等，许多穷人、病人、残疾人、妇女在社会
最底层的人被耶稣神奇般地救活，这给在现实生活
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带来希望。 当底层农民越来
越依赖基督教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物质上救
济与帮助的时候，农民就会将权威认同由基层政权
转向神权，忠诚依附于基督教组织，这对地方政府和
村委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权威基础不能说不是一个挑
战甚至讽刺[9]。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供农民公共活动的空间，因为作为社会人，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乃人之本性需要。 在没有国家组织提供的
公共活动空间时，其他组织形式便会乘虚而入，影响
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权威地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的大局。 因此，国家在健全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的同
时，要逐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真正实现国家
的社会保障成为农民生活依靠的“安全网”。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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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mand for Social Security of Peasants from Christianity Prevailing in Rural Areas：The Survey in Village-H in Southwest of Henan
DU Xiao-tian

（Normal University of Hena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Xinxiang，453007）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is in vogue in rural areas， reflecting the lack of rural cultural life and public events. More im-
portantly，farmers can get with faith groups material to help and comfort，in the spirit of mutual against certain life and survival
risk.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a kind of social members against the social system of common risk to a certain extent，farm-
ers can’t get enough，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turn then Christian as a important protective carrier. Therefore，
the nation will be vigorously improving farmers’ social security level， as the real protector of people.
Key words：Christianity；Social security of peasants；Social risk；Demand

应，对扩大城市规模有显著影响。
本文经验分析所蕴涵的启示是：在中国城市化

进程加速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完善城市体
系，降低城市规模分布分维值，使分形特征优化，逐
步建成分布合理、层次完整、功能完善的"金字塔"式
城市体系。 首先，强化大城市作用，充分发挥对周边
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以及物资、信息、人才、
科技和资金等方面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努力推动城
市体系规模结构合理分布，这样才能实现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 其次，发展和完善中小城市的体系与功
能，通过积极承接或传递一、二级城市的产业、技术
和市场辐射，扩大城市规模，从而增强其在城市群及
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在不同的区
位与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的背
景下，城市建设的引导政策与管理措施制定应与城

市的具体条件和发展阶段相适应。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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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Urban Size Distribution and Effect Factors of Empirical Study
LIU Pei-Sen，CAO Yue-qun

(Chongqing university trade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Chongqing，400044)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urban rank-size rule and fractal theory, the calculation of the 1999-2008 years，respectively, the
urban population, built up area and the economies of scale characterize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 fractal dimen-
sion，fractal dimension values of a longitudi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urban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 has obvious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in accordance
with urban rank - size rule；1999 -2008 three years，China's city -siz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fractal dimension
showed a downward trend；China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ity size，Capital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level, indus-
trial structure and scal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 to promot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ity. Finally，the paper thus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s the system of urban scal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size distribution；rank - size rule；fractal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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